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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魏涛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
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

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

“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

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

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

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

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

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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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张子全书·

序》中，朱轼曾引薛思庵之言曰：“张子以礼为教，不

言理而言礼，理虚而礼实也。儒道宗旨，就世间纲纪

伦物上着脚，故由礼入最为切要，即约礼、复礼的传

也。”［１］（Ｐ３９６）薛氏之言，似指张载仅注重具有实用价

值之“礼”，而罕言创化生生之“理”。实质上，张载

虽强调“礼”具有安定社会秩序的实用价值，却并非

不言“理”。近年来对于张载礼学思想研究的文章

并不少，然对于张载礼学思想中的核心———“礼”与

“理”的关系问题则缺乏系统的关照。本文拟对张

载哲学中的礼理关系问题再作探究，以期揭示张载

礼学思想的核心要义，并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指向：工夫而非本体

１．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的礼理关系
在宋明道学家中，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

阳明都讲“礼者，理也”，区别在于对“理”的把握不

同。周敦颐讲的“理”是可显可微，但又不是独立的

精神存在。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来反对张

载“气为太虚”之说，“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

天下无实于理者”［２］，以“天理”否定张载的太虚之

气，把“理”说成无形而实有之物，而且认为“理”乃

天地万物之根源。朱熹已意识到“礼即理也，但谓

之理，则疑若未有行迹之可言”，“某之意，不欲其只

说复理而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实。若说人

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３］之后王阳明在《礼记纂

言序》中讲道：“礼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

者，命也。……其浑然于其性也，则理一而已

矣。”［４］王阳明将“礼”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认为

它是事物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现。尽管如此，他

们仍有一个共性，即通过对“理”的意义阐发，将礼

理关系的讨论提升到了伦理终极根据亦即本体的

高度。

２．张载礼理关系的问题指向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从天理、物理、人理等各个

方面为“礼”作论证，把“礼治”变成“理治”和“治

心”，把封建礼教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使礼理相通



第６期 魏涛：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更具有了权威性，对人们的思想引导变成了思想控

制。与他们不同，张载借助于“天”而非“天理”或

“心”来解释三纲五常和礼理关系。这也是张载礼

理关系理论的重要特色。张载对礼理关系问题的讨

论主要是通过对如何践礼的讨论来进行的。尽管与

其他宋明道学家相比，张载亦有着宋明道学家企图

为道德寻找终极根据的共同倾向，但在他那里，对于

五代以来甚或孔孟以来伦理纲常丧失的状况有着更

为强烈和独特的感知，其批判不止指向佛老对伦常

的冲击，世儒、陋儒与现实政治的脱节更是其重要的

理论批判指向。在张载看来，当时社会存在的最大

问题即在于国家缺乏有效的礼制，而世儒和陋儒与

社会脱节，导致“体用殊绝”，即“上无礼以防其伪，

下无学以稽其弊”，使传统礼仪出现了形式化和去

形式化这两种不良倾向。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改

变儒者“不知择术而求”而只是重视内在修为的局

面，还要走出国家制定礼仪制度“出于人”的误区。

在张载看来，只有通过对“礼”的贯通理解与实践，

这个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带着强烈的问题意

识，张载通过对传统礼观的重构，在新的意义上提出

了礼理关系的新见解。他说：“盖礼者理也，须是学

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１］（Ｐ３２６）针对世俗践礼过程

中过分注重礼的外在化、形式化倾向，张载强调应该

注重把握礼的内在精神，并批评在“礼出于人”理念

指导下制定礼仪的行为规范。质言之，他所要解决

的是礼的内外之辨问题，而非如何为伦理确立终极

根据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张载是通过对虚气

关系的深入探讨来完成的。

　　二、理论特质：礼本于天而非本于

天理

　　把握张载的礼理关系说，首先要澄清的就是张
载关于礼的本原问题的探讨。

从学理上来说，考察张载的礼理关系说，既要考

察其对“礼”的定位，亦要考察其“理”的涵义。在宋

明道学的整体话语体系中，要把握张载礼理关系的

特质，关键在于把握其“理”的涵义。在张载那里，

除“顺而不妄”之“气之理”，还有“性命之理”、“自

然之理”以及“天理”等诸多提法。张载所讲之“理”

主要是指不得已而然的必然性，亦即规律。尽管张

载讲“天理”之处亦不少，且往往将其与“人欲”置于

一处而论。“徇物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者乎！”“上

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１］（Ｐ１８，Ｐ２２）这两处的“天

理”皆是就自然法则而言。张载亦讲：“所谓天理也

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在帝左右，

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

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

也。”［１］（Ｐ２３，Ｐ２４）这依然是从普遍法则的角度而非从

“至静无感”的本体论角度来说“理”的。可见，在张

载这里，“理”的提法尽管很多，但基本是从自然法

则和规律意义上谈的，并没有上升到本体的高度。

张载对礼的本原的反思并没有止于“理”，而是通过

上达至“天”的思路而最终完成的。

首先，从张载应然的理论逻辑来看，礼当本于

“天”。针对陋儒“不知择术而求”而“有有无之分”

及佛老理论陷入虚空寂定的理论弊端，张载从“太

虚”概念的引入入手建构起了新儒学的理论体系，

为人和万物的存在确立了终极价值根据。“虚者天

地之祖，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

之实也。”［１］（Ｐ３２５）天地万物之“取足于太虚”，正说明

太虚是天给予万物的内在禀赋；而从“天之实”到

“心之实”，则是就太虚作为天人一性而言。“天地

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从虚中求出实。……天

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１］（Ｐ３２５）这也说明了太虚

之天人一贯的性质，而天地以虚为德乃太虚之至善

属性的表现。张载言：“虚者，仁之原，忠恕者与仁

俱生，礼义者仁之用。”［１］（Ｐ３２５）。从虚到仁、从仁到

礼，张载实现了由“太虚”向“礼”的自然过渡，使得

“礼本于太虚（天）”成为必然的理论归宿。

其次，张载曾明确讲过“礼本于天”。张载不认

同前贤时儒“专以礼出于人”的观点。他在其佚书

《礼记说》中提出：“大虚（太虚）即礼之大一也。大

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礼非出于人，虽无人，礼固

自然而有，何假于人？今天之生万物，其尊卑小大，

自有礼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或者专以礼

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５］（卷五十八）张载曾明

确讲到：“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盖

礼无不在天所自有，人以节文之耳。”［５］（卷五十四）此处

将礼的本根已讲得非常明确，将礼的地位提升到了

天的高度。以此为基础，他为当时的社会危机提出

了解决的方法：“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序天秩，如

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

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

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

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

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道。”［５］（卷九十七）此段话

有三层含义：其一，礼不依于人而有，即使无人存在

于世，天地之间所展现的秩序性即“礼”之展现。基

于此可知，若礼不依于人而有，则礼之根源不在于

人；而由“天地之礼自然而有”则可知，礼之本根实

源出于天地。其二，人是通过顺承并取法天地所展

现的整体秩序性而建立人间秩序之礼的。人通过与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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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宇宙的“感通”来完成从天序、天秩向人间之礼

的转化。张载哲学“以人合天”的思路得以充分展

现。其三，礼虽为形上之理于存在世界所展现之整

体秩序，但礼之实践需基于人之内在道德心性，方能

体证取法天地大化所展现的秩序性。这样，从天道

到人道的思维模式得以充分展现，“天”抑或“太虚”

是最高的终极实在，不仅“礼”根源于天，“理”同样

也根源于天。

若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

问题的探讨，则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

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

首先，该提法没有准确把握张载引入“天理”概

念的意旨。在程、朱那里“天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

畴，在张载这里却并非如此。如前所言，张载虽然在

其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及“天理”的概念，但并未超越

《礼记》中的《仲尼燕居》《乐记》等篇的思想范围，

仍然主要是从自然法则和规律意义而言的。借助于

“以礼制心”的实践工夫，克治人心（人欲），以化解

道心与人心之紧张关系，这是张载首要的观照点和

引入“天理”概念的主旨所在。尽管其“天理”概念

已包含着普遍之理的必然性，但更为突出的应是其

“所当然之理”的规范意义。张载曾言：“全备天理，

则其体孰大于此！是谓大人。以其道变通无穷，故

谓之圣人。”［１］（Ｐ２３６）可见，张载并没有把“天理”放置

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不可能用它充当礼的终极根

据。这也正是“礼本于天理”的命题在张载这里不

成立的最重要的文本根据。

其次，该提法不利于把握张载的工夫论特色。

张载在宋儒中是比较早地将“天理”“人欲”和“道

心”“人心”这两对范畴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儒

者。他说：“穷人欲则心无虚，须立天理。人心者人

欲，道心者天理，穷人欲则灭天理。既无人欲，则天

理自明，明则可至于精微。谓之危，则在以礼制

心。”［１］（Ｐ２６４）张载通过“虚心”、“反（返）天理”、“变

化气质”和“以礼制心”等修身实践工夫将“天理”

“道心”与“人欲”“人心”衔接起来，突出强调了超

越人欲、返归天理的价值取向。他所提出的以“礼

滋养人德性”、“得礼上下达”的提法都是在强调“克

己”、“化性”的重要性。这也是张载工夫论的鲜明

特色。而“礼本于天理”的提法，易于导出“先识

仁”、“涵养需用敬”的修养工夫，与张载重视礼化而

渐次提高修为工夫的特点不符。

最后，该提法不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关洛学派的

差异。尽管在张载著作中也多次出现“天理”、“义

理”和“穷理之学”等词语，但需要根据语境作具体

研判。通过对散布在张载著作中“理”概念的综合

考察发现，“理”在“天、道、性、心”的哲学总纲中与

“礼”基本上处于同样的地位，即近于“道”。张载礼

之根源在于“天理”的提法，将“先识造化”或“天”

的关学特色淹没在“先识仁”、“先识天理”的洛学思

路之中，具有鲜明的程朱理学本位立场。这在一定

意义上降低了张载哲学的建构层次，若将礼之根源

归于“天理”，无疑是将“礼根源于太虚（天）”的深

刻性降低到了“道”的层次，也容易给人造成张载与

二程本体论建构无差别的误解。这对于准确把握其

礼理关系都是非常不利的。

　　三、理论归宿：“以礼合理”而非“以

理代礼”或“以礼代理”

　　张载对礼“本之于天”的认识和“得礼上下达”
的贯通式理解，使得天序、天秩与人间社会规范有机

结合，从理论上真正实现了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事

的贯通。“以礼贯通天人”或“礼合天人”的理论，成

为张载在修养工夫论中通过礼的实践而顺利完成

“合内外”之目标的理论铺垫。

１．礼合内外
礼的内外之辩其实一直是传统儒家思想里的重

要论题之一。对张载而言，有效协调礼的内容与形

式的关系是其礼学思想建构的重要目标。

首先，在张载看来，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

合一的过程。张载认为礼并无所谓内外，“礼非止

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１］（Ｐ２６４），主张“平物我，合

内外”［１］（Ｐ２８５）。在张载看来，践礼、行礼的过程就是

内外合一、勉认成性的过程，“知礼成性”之要义在

于将外在礼仪通过实践内化于主体自身。由此不难

看出，集“合两”、“成性”于一体的张载人性论已经

给践礼提供了内外合一的空间，为确保在重视义理

即“理先”的前提下做到礼理融合贯通打好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礼理的先后问题也就是在礼化的

实践中如何实现内外一致的问题。

其次，在张载看来，礼理先后问题实际上是对内

和外的重视程度问题。翻检卫《礼记集说》会发

现，张载对于礼理关系要义的阐发，来自于对《礼

记·乐记》篇中“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

人情矣”一句的解释。《礼记》原文通过对“礼”和

“乐”的不同意义的揭示，阐明了礼乐与人情之间的

关联。张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礼者，理也。

欲知礼必先学穷理，礼所以行其义，知理乃能制礼，

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夫立本者，未能穷则在后者，

乌能尽礼文残缺？惟是先求礼之意，然后可以观

理。”［５］（卷九十七）他明确指出，无论是学礼还是践礼，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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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先学理、穷理，而且认为“礼出于理之后”，并

在此基础上批评当时建构儒家新理论的学者们不先

穷理，尤其是不问礼之本意而一味效法古礼的做法。

在《张子语录》中，他进一步指出：“礼文参校，是非

去取，不待己自了当。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礼，礼

则所以行其易，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

后。”［１］（３２６－３２７）他认为礼的精髓在于礼义，而非在于

礼文。对于盲目效法者，需要重视礼的内在精神；对

于空谈天道性命者，需要重视礼的外在仪节。礼理

的先后问题关键在于要实现内与外的“交相培养”。

２．以礼合理
首先，“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

点。张载反复强调要先穷理而后知礼：“今礼文残

缺，须是先求得礼之意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

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学者所

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他日得理，以意参

校。”［５］（Ｐ３２７）礼本就是“天理之节文”，乃顺乎人情的

产物，故而要真正理解礼，就需先得“礼之意”。所

谓“合此理”、“他日得理”之“理”，实指综合考察诸

种礼仪器物制度后所得礼仪上的条理或规矩。可

见，张载之意，乃礼理二者兼容并包，而非相互取代。

张载认为，礼之实践乃“合内外之道”，若人能守礼

便是不背离天道。因此，张载认为礼能使人“持性

反本”，即通过外在之礼的践行实现内外合一，此即

“以礼合理”。

其次，张载“以礼合理”思路的中断是关学衰落

的重要原因。朱子在《答陆子寿书》中云：“伊川先

生尝讥关中学礼者有役文之弊。”［６］所谓“役文之

弊”，即拘泥于形式上的仪节礼教。伊川弟子谢上

蔡认为：“其门人下稍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

因，无所见处，如涅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

故其学无传之者。”［７］（卷上）指出张载后学之讲礼，只

限于有形和外在的规矩，失去内在修养上的实践意

义。在张载弟子的视野中，似乎张载仅重视外在仪

节，对礼与道德实践在理论上的必然关联关注不够，

甚至在理解中发生了从“礼”向“理”的自然滑转［８］，

从而导致其后学尽管能够秉持“崇礼贵德”、“学政

不二”的宗旨，但理论建树非常有限。这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关学学派在张载之后同洛学及其他学派

的学理讨论与沟通，导致其后学渐趋中绝的格局。

最后，“以礼代理”与“以理代礼”皆非张载的初

衷。张载后学之所以遭到来自程朱学者的批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于道德实践中呈现出的

“以礼代理”的思维导向。即便如此，朱熹本人仍对

张载“以礼合理”的思想保持了几分自觉。朱熹在

生前就曾针对学生提出的“以理易礼”说给予了激

烈的批评，而且从其一生的理论建树来看，既有对儒

家性命义理之学反复精研的《四书章句集注》等学

术性理论著作，亦有对现实社会移风易俗发挥重要

导向作用的《朱子家礼》，这使张载的“礼理融合”的

思路得到充分展现，从而奠定了其在道学史乃至于

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至清中叶，为了纠王学

末流之弊，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儒发起的“以礼代

理”的思潮运动，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学术指向，

以此推定理学发展初期甚至包括从张载那里就已存

在“以理代礼”趋势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９］

　　四、结语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１０］这是皮锡瑞对

经学史上汉、宋学各自学术宗旨所做的论断。就汉

学与宋学在义理层面上“由礼转理”的思想史转型

而言，这一论断确为精辟之论；而就某一个思想家的

特殊性而言，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礼”的定

位问题，就政治层面而言，统治者关注的是如何达到

掌控社会的目的，故易导发“以礼代理”的倾向；就

学理分析层面来看，因儒者的着力点多在学术探析

与思想阐发，故而易沦入“以理代礼”的泥潭。此两

种取向，虽意义指向不同，但对社会的整合都非常不

利；只有贯通学与政，实现“礼”与“理”在实践层面

的融合与沟通，才是理想政治秩序建构的必然选择。

本着“学政不二”、“天人合一”的思维，张载通过对

“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

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

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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